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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崛起 

左 玉 河

摘 要：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

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

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

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

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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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崛

起，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过程及

其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但对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的内

在逻辑及由此塑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品格，尚需进一步探究。A本文无意

详细阐述这场论战的具体过程，而是围绕论战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政治诉

求与学术定位、唯物史观与论战的关联、论战的学术遗产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21AZS001）阶

段性成果。

 A  相关主要成果有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 年）》，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
1937》，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年；彭卫、杨艳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
3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乔治忠、王学典、李红岩、张越、罗新慧

等亦有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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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独特品格等加以阐释，以深化对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问

题的探究。A

一、唯物史观传播与社会史论战的双向互动

从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看，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传播的必然结果，而论

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又扩大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广度和深

度。唯物史观传播与社会史论战之间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发展格局。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译介唯物史观，尝试从经济

视角探究思想变革因由和社会发展动因，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20 世纪 30 年

代初，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量被译介至中

国。据当时人统计，1929 年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情况：马克思经济译著 11 种，

恩格斯著作中译本 7 种；B1930 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书籍情况：关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 10 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7 种。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有《政

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德法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

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及《唯物史观》等。C这些

著作成为论战各方的必读书籍。严灵峰自称细心研读过柯资基的《马克思经济学

说》、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

尔巴哈论》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D有人描述当时情况：“一九二八年到

一九三二年一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

观之介绍。”E何兹全回忆：“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

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

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

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F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扩大了唯物史观的传播范围，为人们认识中国社

 A  笔者曾在《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史学月刊》 2019 年第 7 期）

一文中对社会史论战的政治诉求与学术定位、学术遗产等展开初步探索。本文拟从社会

史论战的整体视野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及相关问题，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B  李德谟：《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书目试编》，《新思潮》第 2—3 期合刊，
1929 年 12 月 15 日，第 3—4、8—9 页。

 C  吴乐平：《马克思主义精粹》，《新思潮月刊》第 4 期，1930 年 2 月 28 日，第 55—56 页。

 D  严灵峰：《我与社会科学》，《读书杂志》第 3 卷第 1 期，1933 年 2 月 1 日，第 24—29 页。

 E  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第 3 卷第 6 期，1937 年 3 月 10 日，第 83 页。

 F  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0 页；《我所经历的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2003 年第 2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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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齐思和指出，“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

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A郭湛波将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的思想状况概括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以辩证法为方法，

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B唯物史观的广泛

传播，要求人们将其运用于认知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实践，社会史论战就是人们自

觉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发端。论战各方引述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

要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这

表明，唯物史观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必然要用于观察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性

质，进而以之探索中国历史，故唯物史观自然为人们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理

论分析工具。论战各方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社会历史

问题，就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正如参与论战的王礼锡所言，人生观论战的科玄之

争，是“极端唯物”与“极端唯心”的争论，而在社会史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

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C

唯物史观之所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受到普遍关注和认同，除了强大的科学解

释力之外，也顺应了当时中国史学从繁琐考据转向理论解释的发展趋势。五四运动

以后，尽管胡适、顾颉刚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成为学术主流，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

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内

在联系做出合理解释，而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对历史发展大势和发展规律的探究，难

以满足当时中国学术发展需要。因此，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向实证

史学发起挑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

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

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郭沫若提出必须用“批判”精神取代“整理”考据：“‘整

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

以是’。”因此，郭沫若的“批判”史学，是要跳出所谓“国学”的范围并超越“整

理国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D

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前，译读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

革命》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精

研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唯物史观有着深刻理解。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

 A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1949 年 10 月，第 29 页。

 B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49 页。

 C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

第 6 页。

 D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自序”，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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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A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重申，“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

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

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B郭沫若接受了马克思社会形

态理论，并最早将其运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目的，是用

唯物史观“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

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C《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从分析生产工

具和生产关系入手，揭示中国古代历史从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大抵在

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

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D该书在运用马克

思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

国古代文化体系”，E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嵇文甫称赞：“就大体

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

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F郭沫若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将历史研

究从“整理”转向“解释”，得到了张荫麟的认可：“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

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

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

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G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

摸着一些边际”。H

尽管论战各方的政治取向差异很大，但均着力从社会经济角度对中国历史进

行宏观阐释，唯物史观遂成为论战各方共同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经典表述，成为人们进行中国历史分期的

基本理论依据。不仅郭沫若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扬唯物史观，而且陶希圣、顾孟

余等国民党改组派、胡秋原等所谓“第三种人”及李季等托派分子，都竞相借用唯

物史观诠释中国历史。孙悼章自称，“近年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92—193 页。

 C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 6 页。

 D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161—162 页。

 E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6 年，第 614 页。

 F  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1 年 10 月 12 日，第 3 张第 10 版。

 G  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 1932 年 1 月 4 日，第 2 张第 8 版。

 H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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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常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A杜畏之申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

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B甚至也有日本学者认为，

“我们为求科学地将中国社会之历史底发展过程，正确地去把握去理解，也必须照

在唯一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之光下，加以观察”。C

需要注意的是，论战各方均认为掌握了唯物史观，指责对手不懂或违背马克思

主义。张横批评陶希圣，“他标榜着唯物论的旗帜，反对唯心史观的统治——这正

是他能够迷惑一般青年学者底一种主要根据……唯物论在他的历史学中只是一种装

饰品，假面具”。D孙悼章批评胡秋原：“政治经济的修养，过于缺乏”、“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修养，过于缺乏”；胡秋原反唇相讥：“如果马克斯主义真是像孙君懂的那

个东西，我就不懂并不以为惭愧，不，懂才怪丑哩。”E王宜昌甚至批评所有人都是

“将中国史实嵌进”历史唯物论，“但同时是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

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F一时间，“论战中各人都以自

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G正如王

礼锡所言，“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H

从总体上看，论战各方大多将经济生产视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符合唯物

史观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

集中阐释，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

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I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J论战各方反复申明这一基本原理，着力从经济视

 A  孙悼章：《中国经济的分析》，《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第
3 页。

 B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14 页。

 C  田中忠夫：《中国社会史研究上之若干理论问题》，《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
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2 页。

 D  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

第 3 页。

 E  孙悼章：《秋原君也懂马克思主义吗 ?》，《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1—2 页；胡秋原：《略覆孙悼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2 页。

 F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第
2 页。

 G  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无页码。

 H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

第 6 页。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80 页。

 J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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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观察社会发展。郭沫若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观点探究中国古

史，形成以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新研究范式。王礼锡强调，“经济的结构，是一

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要理解中国一切精神文化的结构，必须彻底的理解中

国的经济的结构”。A朱新繁认为，“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

是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生产方法又是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必须是

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方法才能改进；必须生产方法改进了，然后旧的社会制度才会

发生动摇，适应于新的生产方法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B论战各方大多以唯

物史观自许并认其为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自当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而陶希圣等国民党背景的非马

克思主义史家也热衷于借用唯物史观，则侧面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广泛影

响力。陶希圣提出要用历史的、社会的、唯物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强调“中国历

史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C“思想不能决定存在，反之，

存在乃决定思想。社会之经济构造变迁，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相随变迁。我们如果

寻出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的变迁，必更寻求他们变迁的决定原因于社会经济构造的

变迁”。D陶希圣自认为，“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

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

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

欣赏考茨基的著作”。E尽管陶希圣学理来源不限于唯物史观，但马克思主义学说

显然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他后来反对教条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但反复

申明自己并不反对唯物史观本身。何兹全认为，陶希圣“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

茨基等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

有高人之处”，F“就学术论学术，使陶希圣高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独领风骚的也就是

这‘唯物辩证法’。没有辩证法，陶希圣写不出这么多书，也成不了陶希圣。”G

论战进一步提升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地传

播。王宜昌指出：“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据历史

 A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

第 3 页。

 B  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第 15 页。

 C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 年，第 2 页。

 D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 年，“绪言”，第 7—8 页。

 E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
103 页。

 F  何兹全著，潘雯瑾整理：《何兹全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4 页。

 G  何兹全：《我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初编》，北京：朝华出版社，
1999 年，上册，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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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A论战各方普遍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引证

马克思主义经典，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热潮。这种翻译热潮又推动越来

越多的人理解并接受唯物史观，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学术影响力。吕思勉、顾颉刚等

热衷于考据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对唯物史观表示相当接受。顾颉刚承认，“我自

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

其基本观念”。B萨孟武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

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

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C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关注并在一定程度

上认可唯物史观的情况，从侧面佐证了唯物史观为中国学界广泛接受的事实。

二、学派分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尽管论战各方竞相宣称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均接

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参与论战的主要人物，既有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

也有陶希圣、梅思平等新生命派，还有李季、陈邦国、杜畏之等托派分子，更有胡秋

原等所谓“第三种人”。论战各方政治立场不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各异，进而导致

他们对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的认识产生重大分歧。论战的激烈展开，反过来又进一步推

动了学术分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勃然兴起，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逐渐形成各自的

学术流派。

论战各方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

题，展开讨论并产生重大分歧。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最初理解为“原始共

产社会”，后来视其为奴隶制以前的族长制。D吕振羽认为其“不外是一种种族国

家的奴隶制度”。E李季认为是一种与奴隶社会并列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胡秋

原认为是一种东方封建社会的特殊形态，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王宜昌则认为

是指印度和东方的封建社会。F各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焦点，本质上是马

克思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普适

 A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第
3 页。

 B  顾颉刚：《古史辨》第 4 册，北平：朴社，1933 年，“顾序”，第 22 页。

 C  萨孟武：《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华通书局，1929 年，第 1 页。

 D  杜衍（郭沫若）：《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续）》，《东方杂志》第 26 卷

第 11 号，1929 年 6 月 10 日，第 54 页；郭沫若：《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文物》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 7 月 15 日，第 15—16 页。

 E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 年，第 13 页。

 F  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 年）》，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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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视角看待中国历史，赞同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认识，将中国历史分为

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四个阶段。A吕振羽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

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社会，同样论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

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适用于中国社会。B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

论”加以批驳，反复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

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也是论战焦点。李季认为中国古代从氏族社会直接过

渡到亚细亚社会，之后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道路。杜畏之

认为，“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C王礼锡认为，“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

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D在他们看来，奴隶制生产关

系未在中国社会中占有过支配地位，因此，中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演进，而是在原始社会之后就进入封建社会。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问

题，更关系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中国革命的合理性。马克思社会

形态理论，承认并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因此，中国是否经

历过奴隶社会，是关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真理性的重大问题。肯定

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就是肯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适性。

因此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坚持并论证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虽然马

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具体分期存在差异，但都肯定奴隶社会是中国社会

历史必经阶段，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正如何干之所云：“原始公产社会

崩溃以后，接续而来的就是奴隶社会。这个历史的普通法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

没有例外。”E

论战各方对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同样存在着重大分歧。陶希圣等主张所谓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李季等托派认为自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

法时代；郭沫若则认为春秋以后为封建制。F吕振羽认为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从

 A  杜顽庶（郭沫若）：《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思想月刊》第 4 期，1928 年，第
19 页。

 B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 年，“李序”，第 2 页。

 C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21 页。

 D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
1932 年 8 月 10 日，第 16 页。

 E  何干之：《奴隶制度是什么》，刘练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6 年，第 94 页。

 F  参见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2—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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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到鸦片战争是“变种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A

虽然郭沫若、吕振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观点有所差异，但都断定秦汉以

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旨在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说明中国历史

发展符合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史论战的本质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

争论。陶希圣宣称中国社会结构特殊，从学理上认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不适合解

释中国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世界多数国家所经历

的路径是相同的——“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

什么不同”；B“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

本质的特殊”。C

这些学术分歧背后，包含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差异，潜存着巨大的政治分

歧。马克思主义史家认定秦以后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充分论证了中国走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非马克思主

义史家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了资

本主义发展时期，同时否认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其根本目的

在于否定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史家极力论证中国

社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最终必然进入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则

极力论证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性，进而否认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严厉批判非马

克思主义史家的亚细亚社会特殊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

性。李季等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否定秦以后为

封建社会，坚持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发展道路特殊性，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和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理性。对此，翦伯赞明确

指出：“在这些争论的中间，使我们触目皆是的，不是辩证唯物的历史方法的应用，

反之，却是空洞的诡辩论者，实验主义者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流派利用这些争论以

图复活其相反的理论之可怜的企图，即使有些假借马克思术语的冒牌唯物历史家

们，对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这一问题上，唯物辩证法，也不免被他们歪曲变成修

正主义，机会主义，机械主义了。”D

尽管非马克思主义者多采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但其得

出的学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便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家必须划

 A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李序”，第 2 页。

 B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 3 页。

 C  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江明、桂遵义选编：《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6 页。

 D  翦伯赞：《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 6 期，1935 年 8 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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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界限。正如翦伯赞所说，“对于这些含有毒性的理论

之拔根的铲除，是我们的责任”。A论战中确实存在众多自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

非马克思主义者，托派以严灵峰为代表，包括刘仁静、彭述之、李季、王宜昌、杜

畏之等；新生命派则有陶希圣、顾孟余、梅思平、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等；读

书杂志派则有王礼锡、胡秋原等。他们赞同使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但不能被视为

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不仅对唯物史观理解和运用有所不同，而

且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观点存在巨大分歧。这些学术分歧背后包含着政治立场和政治

诉求的差异，这种差异因政治倾向的强化，必然导致论战过后的学术分化。其中最

突出的现象，就是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并分化形成所谓食货派，而吕振羽等马

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成长，并迅速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论战高潮过后，人们对论战中的问题进行反思。社会史论战的突出偏向是运用

唯物史观过程中的公式化、教条化倾向，郭沫若检讨：“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

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

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B侯外庐认为，“这场论

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

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C王礼锡指出：“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

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D故有人在

论战以后明确提出：“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E伴随着公

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是，论战者只注意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普遍规律的论述，而忽

略了关于历史多样化发展的论述。正如王宜昌所说，“在一九二七年以来，人们都利

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F

论战中出现了把中国历史生硬地“嵌入”唯物史观概念体系的做法，将异彩纷呈的

世界历史纳入单一模型之中。翦伯赞批评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

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

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G论战高潮过后，人们普

 A  翦伯赞：《“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翦伯赞全集》第 6 卷，石家庄：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第 391 页。

 B  郭沫若：《海涛（增补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 年，第 118 页。

 C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09 页。

 D  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30 日，无页码。

 E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32
年 8 月 1 日，第 8 页。

 F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1 日，第
2 页。

 G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第 255—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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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识到理论和材料方面的失当并加以补正。陶希圣指出：“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

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

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并表示要在切

实的方法之下搜集材料，从扎实的史料入手探究中国社会史问题。A

正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论战各方发生了剧烈分化。陶希圣受马克思学说影响

较大，但也摄入了梅因、考茨基、奥本海末尔等人的思想，所以其使用的理论方法

并不是纯粹的唯物史观，而是他自称的所谓社会史观。尽管陶希圣声明他不反对唯

物史观，但事实已经表明他确实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和运用的唯物史观有相当大

的差异。正因如此，郭沫若评价陶希圣：“他的方法大抵是有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倾

向，但只是倾向，应该还要有更确切的把握。”B鉴于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忽视史料的问题，陶希圣主张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充实，于 1934 年 12 月创办

《食货》半月刊，开创了所谓食货学派。对社会历史作经济原因的解释，是陶希圣

对唯物史观体悟的精到之处，说明由他开创的食货学派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的解释

效力。但陶希圣等人在研究旨趣上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形态、革命道路等问题

的讨论，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材料，发掘中国历史的演变特点，这显然标志

他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旨趣出现了根本差别。尽管食货派直接产生于社会史论

战，但陶希圣申明“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意欲撇清与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说明食货派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分道扬镳了。陶希圣代表

的食货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野，主要集中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

发展一般规律问题上。陶希圣确实注意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社

会的各个要素，虽大抵与欧洲社会史上曾经发现的各个要素，不甚悬殊，但自要素

的结构来说，却自有特殊之点”。C他认为，“中国社会发达过程很难捺进欧洲社会

发达过程的铜模之内”。D然而，片面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便与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强调特殊性，存在着根本差异。

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同样在论战中逐渐形成，并在论战反思中迅速崛起。马

克思主义者普遍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历史问题，在论战中逐渐涌现出郭沫若、吕

振羽、翦伯赞、何干之、吴泽等大批知名史家，撰写了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有

关中国历史的论著，构建起一套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的新解释体系。郭沫若 1930 年

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的经典著作，

 A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 年 12 月 1 日，第 29—30 页。

 B  杜荃（郭沫若）：《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第 2—3 期合刊，1929 年 12 月 15
日，第 11 页。

 C  陶希圣：《如何观察中国社会》，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 2
集第 5 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 年，第 48 页。

 D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言”，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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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了奠基作用。吕振羽从 1930 年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

国古史，从 1933 年至 1936 年，陆续撰述出版《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史

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发表《关于“亚细亚的生产

方法”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等文，对社会史论战各派展开批

判。何干之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在对

论战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古史的基本观点。经由社会史

论战，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集体登上现代史学舞台，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

于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

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论战中坚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符合中国革命实

践的客观需要，其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通过反思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家

也开始正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他们在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时，

从最初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逐渐转变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

特殊性。如侯外庐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视角，重新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

提出了文明产生的“不同路径”说，将“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视为人

类进入奴隶社会的两种不同路径。A从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转向以

唯物史观探究中国历史的特殊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

三、社会史论战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

社会史论战不是书斋里的争论，而是学术思想与政治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B

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才能认清这场论战的本质，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独特品格。

1927 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为了探明中国出路，必须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

前途。中共六大认定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双重性质，中国革命仍然

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论断，引起中共党内托派以及陶希圣等国民党改

组派的异议。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影响着中国革命对象、步骤

与方法等重大政治问题，故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激

烈论争。

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延伸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现实政治

问题转化为学术理论问题。正如何干之所言，“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

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

 A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新知书店，1948 年，“自序”。

 B  参见陈峰：《社会史论战：政治和学术价值双峰并峙》，《历史评论》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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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A从历史角度纵向

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中国现实社会性质。这样，作为中国社会

性质论战的逻辑延伸，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成为关注焦点。论战各方从

讨论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论及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中国社会性质，再追溯中国封

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度论及殷周奴隶制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这样，由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便扩展为中国社会史论战。

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对此，论战各方的

学术讨论实质上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抉择。就学者的政治身份而言，郭沫

若是中共党员，以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隶属于中共

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陶希圣、梅思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属于国民党

改组派；李季、严灵峰等人，则被视为中国“托派”。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代

表的读书杂志派虽自称不属任何政治派别，但实际上多有党派色彩。他们站在各自

的政治立场，通过学术讨论阐发政治主张，直接导致学术观点的分歧。吕振羽明

确指出，“对中国社会史意见之不一致，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成见在横梗着。

所以在政治见解相同人们间，在一个共同的倾向上，自然能由相互的辩论而达到共

同的见解；然在政治见解各异的人们间，无论在形式上有着何种的共同点，本质上

是难能获得共同的结论的”。B

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论战，不是学术自娱，而是旨在以学术回应现实关

切，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学理依据。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为支持

中共六大关于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

命的主张，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依据。他们还论证了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

的普遍适用性，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说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正如翦伯

赞所言，“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在实际上，是可以充作现在正在被压抑

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南”。C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各种判断，同样包含着政治考虑。托派分子

认定，大革命之后，中国封建势力已被消灭、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故主张中国不需要进

行革命。身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否认中共的“半封建”说，D这就抹杀了中共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

史和理论前提，进而否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同时，陶希圣认为传统士大夫阶层具

 A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 1 卷，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4 年，第 186 页。

 B  吕振羽：《是活的历史还是死的公式？——答王宜昌君》，《文化动向》第 1 卷第 3 号，
1937 年 4 月，第 28 页。

 C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 50 页。

 D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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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游惰性、倚存性、争讼性，是中国历史的治乱之源。A正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

层所产生的弊害，他建议国民党应着力肃清仍然潜存的传统士大夫势力，预防党内出现

严重的官僚化弊端而危及政治统治。B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论战各方的学术观点分歧，

而学术观点的分歧也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分歧，导致政治派别的进一步分化。

社会史论战是适应现实政治需求而引发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论战。既

然是学术论战，就要围绕相应的学术问题，依据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展开。

论战过程中虽然存在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当成现成的历史公式，机械地“裁定”

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但决不能由此漠视或否定这场论战所具有的学术内

涵。否则，就无法理解这场论战何以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更无法理解它何

以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旨在挖掘和

把握历史规律，是以学术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为现实政治指明方向和路径。与此同

时，这场论战也是中国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的有益尝试。正是在这

种学术尝试中，中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

发展的规律）等。社会史论战助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形塑了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贡献

社会史论战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厚学术遗产，最突出的就是依据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从经济动因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演进。

从研究旨趣层面看，社会史论战体现了民国史学的重大转向，即从实证史学转

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深度历史解释：不仅注重发现和探讨历史规律，而且注重探求

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换言之，就是从考史转向释史，从史证转向史解，从求真

转向求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与此同时，这场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基本研究范式——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从宏观上阐释中国历

史发展进程、规律及内在动力。

论战各方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阐

述，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划分出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阶段。人们从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关系及相关要素入手，深入考察各历史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他们应

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问题，没有局限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繁琐考据和浅

 A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38—39 页。

 B  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新生命》第 1 卷第 9 号，1928 年 9 月 1 日，

第 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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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阐释，而是着力于从深层理论上探索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分析社会各要素的关

系及作用，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此，其历史研究的关注点，自然集中于

诸如土地制度、奴隶制、农民战争、商业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问

题。从这些历史重大问题出发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必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以宏大叙事和理论分析为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探究中国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和内在动力，逐渐构建起一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关于

中国历史的新解释体系。这套新的解释体系，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

正因关注历史发展规律及动力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和领域。如郭沫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说，开启了运用唯物史观研

究中国史前史的先河。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将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遗

存与古代神话传说等文献资料相结合，论证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情况，开辟了中国

史前时代（原始社会史）研究领域。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开

辟了诸如奴隶制社会、古史分期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史、土地问题、

对外商业贸易等史学研究新领域。除此之外，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给民国史学研

究带来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新视角，过去被人们忽视的民众社会活动领域被纳入

研究视野。社会变化的物质基础、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等，成为民国史

学的新内容，也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从研究重心来看，社会史论战催生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唯物史观将经济

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即“物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A郭沫若

率先关注殷周社会经济状况——“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

业”，对作为“生活的基础”的渔猎、畜牧、农业、工艺、商贾等要项分别进行阐

释，提供了从经济状况探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范式。B汤象龙、吴晗等创办《中

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自许是“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以讨论

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C唯物史

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便自然从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经济。汤象龙说：“当时大家虽

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

的分析”。D社会史论战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史的浓厚兴趣，人们普遍注意探究历

史发展的经济原因，由此开启了史学界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风气。正是以论战为

契机，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重心，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经济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 页。

 B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208 页。

 C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2 卷第 1 期，1933 年 11 月，无页码。

 D  汤象龙：《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 3 卷，北京：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2000 年，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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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转向。除《食货》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之外，《现代史学》出版“中国

经济史研究专号”、《中国经济》推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并刊发大量经济史文

章，吴晗等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将研究重心设定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从社会、经济方

面解析历史问题，万国鼎、陈登原、马乘风等学者也纷纷发表社会经济史成果。A

从方法论层面看，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实现了史学

研究的方法论变革。胡适自诩“科学”的实证主义，只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

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B并未超出乾嘉学派之故辙。

真正给民国史学带来方法论变革的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既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

科学的方法论。它倡导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将社会科学诸门类如社会学、经济学、

人类学等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分析方法阐释历史。郭沫若《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最早将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整合起来，从多学科视角探究殷

周社会，为民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范例。对此，张荫麟评价说：它例示研究

中国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郭先

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C吕振羽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

文献学成果，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野蛮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为“无

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

科学的融合发展。正如陆懋德所言，“自近世科学发达，凡解释历史的变化，必须根

据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之定理，而与前人之徒逞

臆说者不同”。D如吴晗代表的史学研究会，尝试将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方法

引入历史研究，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正

是因为借助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再局限

于描述史实，而是着力于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塑造了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范式。

从历史研究的功能层面看，社会史论战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

的双重品格。郭沫若强调，“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

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

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

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E他同时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

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

 A  万国鼎：《中国田制史》，上海：南京书店，1933 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上海：商

务印书馆，1936 年；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B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 年，第 154 页。

 C  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中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211—1212 页。

 D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01 页。

 E  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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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

得不出正确的结论”。A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历史本质规律，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明之处，即“‘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

‘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B整理史料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

其然”，还原历史的本来现象，但未必能知晓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而郭沫若

强调的批判精神就是要“知其所以然”，着力探寻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注重

探寻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联系，探求历史真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探索，根本目的是认识和改造人类社

会。这种致用功能在论战中得到集中体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格。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C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以解决时代提出

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翦伯赞强调，“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

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

而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D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

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争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

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要深入研究上古以来的历史道路；弄清楚现实中国社会的性

质，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郭沫若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E

这种以“未来的去向”为导向的观念，“第一次把历史研究摆到了政治斗争的前沿

阵地上，使它具有直接的政治实践功能”。F这便有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之作。马克思主义史家参与社会史论战，为解决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

历史借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面社会现实的学术品格。因此，唯物史观指导

下的历史研究，不是做书斋里的所谓“纯粹学问”，而是密切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在概念范畴层面推进中国史学研究，而是

从整体上引导中国现代学术发生结构性变革。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要

求，根据革命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格。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蕴含着政治与学术双重内涵。论战促使

各方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分化和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

 A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第 2 页。

 B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 4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03 页。

 D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 49 页。

 E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 3 页。

 F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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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论战的锤炼，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宏观上把握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及内在动力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形成了求

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学术品格，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和智慧启迪，使马克思

主义史学立于时代潮头，引领中国史学、中国学术的发展潮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和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传播，大大推动了 20 世纪中国史

学的进步：研究旨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开拓了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推动

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等。这些变革不仅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格局和潮

流方向，也是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留下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要继承这

笔财富，传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努力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引领和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

作室首席研究员。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窦兆锐）

第四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六届
历史学前沿论坛征稿启事

为更加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推动新时代中

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联合河北师范大学，将于 2022 年 10 月下旬在河

北石家庄举行第四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现面向学界征

集参会论文，欢迎广大学者踊跃投稿。

本届论坛以“文明起源、文明进步与文明形态”为主题，鼓励学者围绕中国共

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缔造、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农耕文明与游

牧文明的历史互动、古代丝绸之路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标准与中外文明比较、中

华文明的世界影响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有意者请结合会议主题和自身研究领域撰文，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将论文

word 文档发送至 lsxqylt@126.com，文件名和邮件主题标注为“作者名 + 论文题目”。

来稿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论文，字数控制在 3 万字以内，参照《历史研究》注释

规范，文末附作者信息（姓名、单位、职称职务、联系电话、研究领域）。


